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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中的宣传战

卢 毅

( 中共中央党校中共党史教研部，北京 100091)

〔摘 要〕北伐军出师后节节获胜，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支持。为了动员民众，北伐宣传队运用了丰富多样的宣
传形式，其中虽然存在着一些问题，未必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还是起到了很大的动员作用。在大势所趋下，北
方也仿效南方设立宣传机构，开始反赤宣传，其初期亦取得相当效果，但后来则逐渐偃旗息鼓。实际上，无论是北方
还是南方的民众，他们体认更多的是交战双方的所作所为，而绝非仅是宣传本身。
〔关键词〕北伐;民众动员;宣传;北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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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 7月，国民革命军出师北伐，短短数月就取得了惊人战绩，控制了南方大部分省区。北伐战
争进展得如此顺利，离不开广大民众的支持。北伐军出师时，广东群众便组织了运输队、卫生队、宣传队
等随军出征，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支前运动。进军途中，沿途农民又送衣送饭，并担任侦察、向导、送信、运
输、救护，甚至拿起武器参战。在江西，人民群众“帮助国民革命军，到处与孙军为难”，给其造成“运输
粮食等困难”，“只给国民革命军种种便利”①。安源煤矿的工人也组织向导队、运输队、破坏队等，使北
伐军迅速占领萍乡。汉阳兵工厂则举行总罢工，断绝敌人军火来源，而一旦北伐军到来即恢复生产，为
其提供武器。
对于民众的支持，北伐军将领时有称赞。如第四军张发奎便宣称:“本军此次入赣，深得人民同情，

战争之际随军队行者恒数百人，以是风声所播，各处民众无不渴望四军之至。”②第七军李宗仁也说:“老
百姓处处为我们设茶水，送粥饭，探消息，指迷路，亲如家人，为我们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而敌人“一
旦溃散，……凡溃兵所到之处，人民都到革命军内来报信，并领路去包围缴械”③。攻克长沙后，第八军
军长兼北伐军前敌总指挥唐生智亦言: “我们这次革命的成功，完全是工农群众的力量，并不是兵士的
力量。我们在北伐的时候，在衡阳，在醴陵，在粤汉路，都得着农工群众的帮助，才得很顺利的杀却敌
人。”④桂系将领胡宗铎甚至在欢迎大会上表示:“进驻长沙，并未战争，完全民众力量得到”，“说此次军
事战胜，不如直捷了当改云是民众胜利”⑤。而蒋作宾在湖南战役获胜后同样总结道:“此次我军胜利之
快，实得人民之力居多。每次战争时，人民或组织敢死队，在我军进攻时，以扰乱其后方。……敌人败退
时，人民并指示一切:何者有危险物之埋伏，何者为敌人机关;并为向导，取捷径追敌。当我军进攻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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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送茶送饭，络绎不绝。”①

历史地看，当时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箪食壶浆以迎义师的场面，应该是与北伐军的宣传动员有关。早
在 1938年，就有论者指出:“在近代中国，如一九一一年的革命和一九二六年的革命的所以成功，报纸宣
传之力，不仅可说不在炮火之力以下，也许可说在炮火之力以上;尤其是后者，因为受过先进国的宣传家

的有组织的训练，所以不但把新闻宣传同军事宣传连成一体，并且把宣传攻略和炮火攻略连成一体。”②

这显然是认为政治宣传推动了北伐。对此，尽管近年有学者提出这只不过是一种历史迷思，北伐军一路
顺风打到南京上海的第一理由，乃在于南北之分的地缘文化观念，而不是政治宣传③。但笔者以为，北
伐之节节胜利还是从宣传动员中获益不少。

一、“武昌全城，几成一口号世界矣”

北伐出师前，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就向军事委员会宣称: 此次北伐，“能否有破竹扫叶
之势，以完成伟大之国民革命，其关系全视一般政治工作人员能否恪遵总理遗嘱，努力唤起民众，使民众

了然于本党主义，一致拥护我国民革命军”④。为实现这一目标，1926年 6月底，邓演达主持召开了战时
工作会议。会议详细讨论了北伐期间的军队政治工作问题，制定了《战时宣传队组织条例》，规定各军
以师为单位组织宣传队，队长由师政治部主任或师党代表担任，队员从黄埔军校政治科、政治讲习班、农
民运动讲习所挑选，并制定了战时宣传训练班计划，培养队员 600至 800名。这次会议对战时军队政治
工作特别是宣传作了周密部署，明确了职权责任，提高了工作效率。
与此同时，邓演达还调整充实了总政治部的领导机构，延揽了大批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在其中任

职，并加强了对政治工作人员的培训，完成了原政治训练部举办的特别训练班的教学。特别政治训练班
于 5月 29日开课，为期 3周，课程有反英之意义与政策、各省军事政治报告、国民党党务、民众运动及其
组织、政治工作方法等。此后，总政治部又在广东大学开办宣传员训练班，队员经过 1个月的训练后，分
派至北伐军各部队做政治工作。除了总政治部举办的训练班以外，黄埔军校和各军政治部也加强了政
工人员培养。由第二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李富春主持的中国国民党政治讲习班共招收 350 人，学
习 4个月，6月底毕业，分别调至前敌总指挥部 69名、湖南省党部 50名、第六军 30名及各方 14名，余皆
调入总政治部宣传员特别训练班。
北伐初期，北伐军派遣了一支多达 620人的庞大宣传队，跟随各军进行宣传。他们“除做军队中政

治工作外，并于战时帮助各地党务及工农运动之工作，同时组织秘密政治工作团分赴未占领各省去工

作，使人民能与军队合作，并武装起来参予战事”⑤，因此往往先于作战部队出发，前往敌后，深入民间，
其宣传的第一要义在消除军民隔阂。他们一面对外高喊“不拉夫，不扰民，不强取民物，不强占民房”的
口号，一面对官兵灌输“不怕死，不贪财，爱国家，爱百姓”的意识。不仅如此，国民革命军还提出了更积
极的政治口号，如“实行二五减租”、“实行耕者有其田”、“取缔高利贷”、“惩办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
绅”、“男女地位平等”、“婚姻自由”、“实行一夫一妻制”、“实行关税自主”、“废止厘金”、“保障农工生
活”、“实行工作三八制”、“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买办阶级”、“废止不平等条约”等，涵盖
面十分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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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伐军的宣传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宣传队平时扶助民众组织团体，战时则在战地出一革命军日刊，
专载战地消息、敌人残暴情形与战地人民惨状，并灌输革命精神于当地人民。一旦战事获得进展，宣传
亦随即跟进。如攻破武昌后，第四军政工人员和攻城队伍同时入城，四处张贴标语，散发传单，一连数
日，未曾间断。当时的宣传品主要包括标语、总理遗像、总司令像、画报、国旗、小册子、传单、报告等。北
伐出师时，仅画报宣传品就备有 1．2万份①。1927年 1月初，总政治部又在武昌首义公园举办宣传品展
览会，有照片 3百余幅、传单 40余种、宣言 30余种、报纸 7种，如《战事新闻》、《武汉评论》、《民国日报》
等，以及小册子 4百余种②。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画报此时作为一种特别的宣传形式大行其道。在各地方言不一的情况下，演讲

或报告对不同地域和不同方言的民众未必普遍有效。而在底层民众识字率非常低下的情况下，标语和
传单的功效亦须大打折扣。相比之下，浅显的图画以其直观、通俗、有趣而较易为各地民众接受，时人即
曾回忆:“当时革命画成为在农村发动群众的有力的武器”，“不少农民看了张贴的革命漫画、宣传画，受
到教育和鼓舞，纷纷要求加入农民协会，参加革命斗争”③。毛泽东当时也特别表彰说: “各军政治部于
图画宣传做得很不少，尤其是在战时，于军行所至之处张贴图画很多，对于民众影响很大。”④中共上海
区委宣传部亦表示，画报和歌曲是宣传品中最有效的⑤。
而在北伐时期的各种画报中，又以漫画最具奇效。据王奇生研究，北伐时期，漫画已相当流行⑥。

当时美国《工人月刊》曾报道: “在上海以及广东各地，墙壁上，电灯柱上，乃至厕所里，都满布着讽刺
画”⑦，可见当时南方宣传漫画之盛况。至于这些漫画的功效，后来有人曾评价: “记得民国十六年北伐
军到上海的时候，军队中组织有政治宣传部，他们就利用了图画来作宣传主义的重要工具，非但能贯彻

地把主义灌输到民众的心坎内，而且更藉了图画的抒发力量，引起民族的奋进，……结果，北伐很迅速地
成功了。”⑧

当时，北伐军不仅在宣传形式上丰富多彩，而且十分讲究宣传品的内容。如总政治部在 1927 年 1
月底发布了《讨奉宣传大纲》，将宣传对象区分为民众和士兵两大类，并将标语口号归纳为数种不同的
组合，分为普通的、对本军的、对北方民众的、对苏浙皖民众的和对各地民众的等数类。这种针对不同对
象乃至不同区域民众加以设计的精细做法，着实令人叹为观止。
北伐军这种对宣传的重视，自然给时人留下了深刻印象。《晨报》即曾注意到: 北伐军初入长沙，

“唐生智军入城时，随营而来之广东宣传队，在市中各方面大形活跃”⑨。张君劢 1926 年 10 月到武昌考
察时，亦感受“最触目之点有二:其一，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按户悬挂，布旗不备，以纸代之; 其二，政治口
号之多，超于国内各香烟公司广告之上，譬曰‘一切权力属于党’，曰‘政权归于革命的民众’，曰‘肃清反
革命派’，曰‘拥护革命中心力量’，曰‘巩固革命联合战线’。总司令部有政治总部，指挥部有政治部，各
军各师各旅中无不有之。此外有省党部、市党部、工会、学生会各编制标语，以炫耀其宣传之能。故武昌
全城，几成一口号世界矣”瑏瑠。

1927年 2月，天津《大公报》记者考察武汉时，也有同样的感受: “我们一到汉口，最触目者为宣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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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宣传品种类很多，大别之为文字与图画两种”，“我们从这些标语看来，就可知道最近国民党的空
气，并且他们拿这些标语简单地普遍到民众方面，不知不觉大家都受这些空气笼罩起来，……可见简单
的标语，的确是宣传之利器”①。由此观察，《大公报》评论说:“现代战争有所谓‘国民总动员’，便是国
民全体都要进入战争状态。近来党军作战，也实行一种‘扩大的动员’，所以有宣传，有联络，利用工人，
利用农人，除大炮机关枪之外，用上许多精神的新利器。”②其对北伐军宣传的描述可谓十分细致。

二、北伐军宣传的成效

如上所述，北伐军运用了许多宣传手段，那么其成效究竟如何呢? 首先应当指出，此时北伐军的宣

传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其一，一些政治宣传流于形式。当时，各地的游行集会接连不断，难免容易让人
厌烦。1927年 6 月，武昌群众运动委员会便描述了如下情况:“武汉每次群众大会，人山人海。游行时
踵趾相接，鱼贯而走。执旗帜呼口号，尚觉声震云霄，足以令敌人发抖。惟聚会一所，前后移动，拥挤不
堪;彼谈此论，吵杂非常。会场之精神，毫无统一革命之气象。究其原因，不外近于主席台者，领得所讲
之意义，精神奋发，足蹈手舞。远于主席台者，难得所讲之大义。或精神疲倦，头昏脑闷。或前进无方，
握拳抵掌。几至男女老幼，视群众运动为畏途。”③后来，有人更反省说: “以过去的民众运动，来做一个
总观察，觉得一般民众运动的领导者，犯有一个绝大的错误，就是: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聚众开会，结

队游行，当作实际上的政治工作”④。至于其是否能够真正俘获人心，恐怕是无暇顾及的了。
其二，一些宣传口号未必适用。北伐军的宣传除在湖南、湖北、江西等地进行得较顺利外，在其他缺

乏群众基础的地方则遇到了不少困难。如四川“省县各党部，虽尝派员宣传，而人民视之仍如医卜星相
之诳语售技，不特不信仰，反加非笑。如此而望主义之普及，宣传之成功难矣”⑤。北伐军进入河南后，
各部队亦纷纷指出:河南“人民识字的程度非常低下，不及十分之一二。标语宣言，失其效力”，加上“言
语不通，莫论广东福建的语言，即是湖北话也不能通用”，导致宣传十分困难。此外，“我们在武昌时所
用的成语，如军阀、贪官、打倒等，亦须反复解释”⑥。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顾孟余也描述: “总政
治部到河南去的宣传列车，还没有出发的时候，大家兴高采烈，以为这是学的俄国的办法，一到河南不知

就要收几样大的效果。谁知道到了那边，没有一件事受人民的欢迎，列车被打毁了，东西也被抢光了，他
们所带去的标语，也完全不适用。”⑦

事实上，邓演达与蒋介石均意识到此问题。1927 年 5 月，邓演达在一次对政工人员的讲话中便指
出:“此次政治工作人员有几种毛病:……不了解客观的环境，比如在文化落后、经济落后的河南，有特
殊的环境，我们不能把在武汉时期学生工人的宣传经验，用来推行于河南的农民。”⑧6 月，蒋介石也说:
“我们做政治工作的人员，不能作刻板的宣传，到一个地方，先要调查明白一个地方的风土、人情、历史、
习惯;再根据这个地方的特殊几点，来定我们的宣传方法。在北方宣传，反对礼教，是不行的! 不然，民
间便要怀疑，便发生恶感，而造成了一种反宣传。……武汉的宣传员，他们到了河南，依旧如在南方一
样，男女不分，不讲伦理，不讲道德，把一切的礼教，都打破无余;北方人看到这种情形，没有一个不奇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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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观:《南行视察记》，天津《大公报》1927年 3月 6日。
《社评:时局的注意点》，天津《大公报》1927年 3月 11日。
⑤ 陈佑慎:《邓演达与国民革命军政工制度》，台湾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7年，第 115、115页。
德征:《论暂停民众运动》，上海《民国日报》1928年 1月 11日。
曾广兴、王全营:《北伐战争在河南》，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 332、358～359、327页。
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下册，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

第 1225～1226页。
《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105页。



没有一个不怀恨，所以我们到北方，就要格外注意这一点。”①平心而论，这种见解是颇为深刻的。只是
从后来的情况来看，北伐军在河南的宣传似乎始终未见起色。
由此可见，北伐军的宣传也存在着诸多问题，并非十全十美。不过倘若仅就北伐初期而言，其宣传

尽管未必能完全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还是起到了相当大的动员作用。一位国民党高级将领即曾说:在湖
南战场上，“并不是唐生智打败了赵恒惕，而是革命的民众与共产党所发动的政治宣传瓦解了赵恒惕的
部队”，“赵炎午不是被唐孟潇打败的，而是被你们( 共产党) 的政治工作与民众运动轰垮了的”②。恽代
英也说:“我们第一二次东征军及此次北伐军的胜利，固然是前敌将士忠勇奋斗;而其因有政治工作，能
得一般民众的同情拥护，亦是很大的一个原因。”③邓演达更是径直指出:“北伐的胜利，虽然是因为有民
众援助，而实在是政治技术运用的结果。”④

作为战局的旁观者，一些中立人士和新闻媒体也得出了自己的判断。如《国闻周报》曾指出: 国民
党军之所以势如破竹，乃因为“大多数农工之人，醉心于党军解放之宣传”⑤，而这又要归于“党军长处，
在能以军事政治并行”⑥。《现代评论》也认为: 北方不能用文人，“只剩下一个赤裸裸的武力”，南方则
“枪与笔联合起来，所以到处如入无人之境”⑦。天津《大公报》更连续发表文章评论: “数稔以来，国民
党人习闻宣传之法，稍稍用之，颇奏奇效。……北伐顺利，此亦一因”⑧，“民党攻打湖北，一半靠兵力，一
半靠宣传”⑨，“盖蒋军前此之节节顺利，固由北军在湘鄂太伤民众感情，亦由民党宣传力异常强大所
致”瑏瑠。直到北伐结束后，东北《盛京时报》仍发表文章指出: “此次国民政府成功，虽三尺童子，亦知其
为善于宣传之所致。”瑏瑡北伐军宣传之成效由此可见一斑。

三、北军的反赤宣传

当时，甚至连北洋军阀都切身体会到宣传的重要。孙传芳即曾慨叹: “这一回江西战败，并不是战
略战术的缺陷，最大的原因是革命军的宣传力太强。”瑏瑢他还表示: “党军作战，巧为宣传，所到之处有老
百姓为之帮忙，直有防不胜防之势，本人此次，受亏不少”，遂决心“运用政治手腕与宣传作用”，“双管齐
下，等量并重”瑏瑣。张宗昌的鲁军总部参谋处也通知所属各机关，要求对党军的宣传特别予以注意: “赤
军利用男女学生，赴乡村市镇作种种宣传，愚民最易受其鼓动，故该军到处受人民欢迎，其宣传之力不

小。”瑏瑤

在大势所趋下，北方也开始仿效南方设立宣传机构，组织宣传队。据《晨报》报道，孙传芳“一面对
于自粤潜入之宣传员，严加警戒。一面组织反赤宣传队，派赴苏徐沪杭等地宣传”瑏瑥，“此次联军出师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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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演达文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 6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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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斗力与斗智》，《国闻周报》第 3卷第 49期( 1926年 12月 19日) 。
无名:《从南北到东西》，《现代评论》第 6卷第 131期( 1927年 6月 11日) 。
《宣传与革命》，天津《大公报》1927年 6月 13日。
《编辑余谈》，天津《大公报》1926年 9月 4日。
天马:《孙蒋战争前途之推测》，天津《大公报》1926年 10月 3日。
丐:《宣传》，《盛京时报》1929年 5月 6日。
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务委员会:《黄埔军校史稿》第 7册，北京:档案出版社，1989年版，第 420～421页。
《坚壁清野》，天津《大公报》1926年 11月 26日。
《官报中之党军内容》，天津《大公报》1926年 12月 9日。
《反赤宣传队》，《晨报》1926年 10月 1日。



赤，对于宣传一事，亦极注意。除于本月六日出版联军日报外，更由训练参谋二处，逐日将前敌所得之战
讯，及胜利消息，及各项军报，用铅印或油印，分发各机关团体。同时更拟选各项讨赤文字，粘贴于各通
衢大道，使人民览阅无遗。此外更刊印各项标语，如‘赤化为灭国灭种之导火线’，‘党军部下之五月份
军饷尚未发’，‘到处强用不兑现之军用票’，‘党军利用工人学生及男女青年打先锋，惨不忍闻’，‘党军
强迫人民纳捐’，‘党军任意没收人民财产’等语，异常之多。……宣传之努力亦可见其大概”①。
对孙传芳的宣传，上海《小日报》也说: “北方诸帅，鉴于南方政府宣传之力，于是有宣传队之组

织。”②而《大公报》更声称: “党军自粤而湘而鄂而赣，师行所至，相传人民乐为之助，说者以为宣传之
效，于是各方始皆致力于此”③，“此次党军作战，盛用宣传。孙传芳作战，于宣传上亦大下功夫，以资抵
制。联军宣传部除每日公表战事情报外，并间以时评社论之类，投寄各报馆”④。《新申报》亦报道:直鲁
联军鉴于“赤党唯一的工作，乃为宣传”，于是在“用兵之始，先之以宣传，使一般社会，皆知赤化之为害
与赤党之不得不讨”⑤。《国闻周报》也说: “南京总部特设宣传机关，日以印刷文件传播各省。孙氏且
以本人出名，著论立说攻击粤党，其于党军也，直詈为盗贼之徒。以宣传言，能事可谓尽矣。”⑥由是观
之，北军的反赤宣传不可谓不努力。
关于北洋军阀宣传的效果，一般认为极为有限，《国闻周报》还曾讽刺北方“舍武力，讲宣传，东施效

颦，正所以暴露弱点”⑦。但实际上，北军的“讨赤”宣传一度亦呈现出相当的声势。如奉军的宣传部人
员多达数百人，出版有《联军日报》。张宗昌也在其辖区按省别组织宣传队，省设一大组，道、区各设一
分组，广招中学毕业生和失意军人为宣传员，并给以优厚待遇，除薪水公费从优外，另定奖励办法，每占

一地，每攻一城，宣传员皆有奖励，或授以实职，或保以官阶⑧。当时，直鲁联军总司令部宣传处甚至还
在《申报》刊登广告征求反赤文字，“不论撰作、译述之论文及小说、杂录，均所欢迎，长篇巨制，尤所需
要”，“但有佳作，不吝重酬”⑨。
这一时期，北方的各类宣传品均采用通俗易懂的文字或图画，甚至比南方的宣传文字更浅显直白。

如前所述，北伐军曾广泛运用漫画作为动员和唤起民众的宣传工具，而北洋军同样运用漫画进行反宣

传。在上海，北军的宣传漫画随处可见，其突出的一个表现手法是运用隐喻、暗示。如有幅漫画，画着一
只赤鹅蚕食秋叶，秋叶的形状是一幅中国地图，隐喻赤俄( 赤鹅) 将吞食中国。还有一幅是一条赤蚕藏
于茧中，隐喻赤化者作茧自缚。另有一幅漫画，标题为《共产主义与中国国情》，画面上，一位中国旧式
女子正拿着一双洋式鞋去试她那双“三寸金莲”，隐喻外来“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
对北方的这些宣传，《新申报》曾报道:北军的“宣传之术至为伙颐，或颁发小册子，或张贴告谕，其

法未尝不善，然小册子文字过多，恐不暇卒读，……惟简单标语，附以图画，读之者既易了解，尤易感动，
洵为宣传最良工具”瑏瑠。另据其他记者观察，在南京，触目皆是“反赤”的文字和图画瑏瑡。在郑州，也看见
奉军的宣传队在“各马路，各街巷，车站近处，城门洞里，满贴黄白绿色之反赤传单，种种口号，如‘认贼
作父之靳云鹗，媚外卖国之蒋介石’，‘保存旧礼教旧道德’等，不一而足”，而且“传单皆用黄白绿纸印

261

理论学刊·2016年第 3期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瑏瑠

瑏瑡

《党联军激战中之宁垣》，《晨报》1926年 10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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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绝无红色，可见用意之深也”①。对此，《大公报》曾评论: “孙军的宣传也很厉害”②，其“利用社会反
对共产之心理，专攻蒋介石亲俄赤化一点，……如此态度，足以吸取民党右派之同情，又足抵制急进派宣
传之势力”，此乃孙高明之处③。国民革命军第六军政工人员也回忆，孙传芳部队在前线张贴小标语，声
称“共产军实行公妻共产”、“共产军杀人放火”，以抵抗北伐军的宣传，在初期亦有相当效果④。
不过正所谓形势比人强，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获胜，北方的反赤宣传逐渐偃旗息鼓。1926 年底，中共

中央发现:“江西下后，国民政府已得了中国的一半，革命军胜利的声浪震撼全国，……向日丑诋北伐军
之反赤宣传，在一般民众中已不生影响。”⑤特别是在此期间，民众通过对南北双方各自表现的观察比
较，更是对反赤宣传难生信任，因为“讨赤者之军纪行动太坏，人民所受讨赤之实祸太大故也”⑥，“反赤
军所在地，其军队无不纪律废弛，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强行不兑现的军用票，勒征苛捐杂税，一般人民苦

不堪言。……反之在所谓赤军统治下的民众，反能保有相当的自由和相当的安居乐业。于是‘反赤’一
名词，在社会的宣传渐失其作用，民众以其身所经历，觉赤不觉畏，且有欢迎赤的倾向，……最近上海商
人对北伐军均有一种好感。两月以来，孙中山之三民主义书竟销至二万余册，可见民众之倾向革命”⑦。
有意思的是，当时甚至还有人认为“讨赤军之行动实足以促成青年之过激化，易言之，讨赤者等于宣传
赤化是也”，因为“一般人民，本不知讨赤化为何事。自有讨赤，而后知所谓赤化者如此保护人，讨赤者
如此摧残人，是讨赤者宁非代赤化作宣传乎”⑧。如此说来，北方的反赤宣传似乎恰恰事与愿违，起到了
适得其反的负面作用。

四、余论

如上所述，北方反赤宣传始而有效、终而失效，由此可透视出一个深层次问题，即宣传与事实的有效
性。实际上，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的民众，他们体认的更多的是交战双方的所作所为，而绝非仅是宣传
本身。郭沫若即曾回忆:北伐军沿途受到群众欢迎，而“我们也并没有向他们宣传，事前也不会有人向
他们宣传过，他们总口口声声地说: ‘南军是搭救我们老百姓的，南军胜利了，我们老百姓就有出路
了。’”⑨可见，北洋军阀的统治已让他们忍无可忍。对此，《大公报》在 1926 年曾分析: “夫吴氏踞鄂十
年，大战五次，搜刮之数，何止万万。商民怨愤，已非一朝。日前战事欠利，又杀部将多人，民心早失，军
心复去。失败之祸，盖所自召。”瑏瑠《国闻周报》也说:“东南一般人民反对北洋驻防”，“对于十余年北洋
驻防长江之压迫，一般乡民，不平已久。……一旦战兴，彼宁能不助其语音近似而纪律较佳之南军，以驱
逐其素所怨恨之人乎?”瑏瑡

由是观之，现实生存状态对民心的导向胜过了一切宣传。《国闻周报》当时便分析:“虽然党军固重
宣传矣，孙亦何尝不然。……何以同一宣传，而一有效一无效也?”瑏瑢可见，“事实问题，惟事实可以解决
之。将欲假迳于名义，吾人徒见其自苦而已”瑏瑣。《大公报》也连续发表社评提出:“近顷宣传之说盛行，

361

北伐中的宣传战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⑨

瑏瑠

瑏瑡

瑏瑣

记者:《纪郑州反赤游行》，天津《大公报》1927年 4月 22日。
《小言》，天津《大公报》1926年 12月 19日。
天马:《孙蒋战事前途之推测》，天津《大公报》1926年 10月 3日。
老卒:《随军北伐话当年》，《春秋杂志》第 78期( 1960年 10月 1日) 。

⑦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册，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 372、340～341页。
⑧ 一苇:《制造赤化之反赤战事》，《国闻周报》第 3卷第 28期( 1926年 7月 25日) 。
《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 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 44页。
《武汉陷落与孙蒋开战》，天津《大公报》1926年 9月 8日。
瑏瑢 《东南时局感言》，《国闻周报》第 3卷第 44期( 1926年 11月 14日) 。
政之:《事实问题惟事实可以解决之》，《国闻周报》第 3卷第 24期( 1926年 6月 27日) 。



虽偶尔收暂时之效，然……滥用宣传之结果，不特于事实无裨，反致误人误己。”①特别是由于时局混沌，
“各方消息歧出。因为大家都讲宣传，把真相隐蔽起来，反使人对任何方面报告，都带几分不敢相信”②。
至于那些随意开出的空头支票，更是“信用早亡”，“虚伪宣传，徒增厌恶”③。百姓需要的是实际的利
益，“中国人民苦痛极了，想望和平秩序，如饥如渴，他们须要现钱现货，空头支票，谁都不受。将来不拘
何派，非货真价实，断不能得国民之信仰，因为老百姓本身利害便是个试金石，他倒不管你是讨赤或反

共，但有残民害众的行为，任你再会宣传，也不能长掩天下耳目”④。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有研究者指出，任何战争的宣传实效其实都难以得到准确评估⑤。因此，我们

对北伐军的宣传效果也不宜过分夸大。但不容否认的是，在北伐战争的刀光剑影背后，确实在一定程度
上隐藏着政治上的高下较量。而北伐军的政治宣传及其切实履行，也确实营造了有利于自身的舆论
氛围。

［责任编辑:穆 敏］

The Propaganda War in Northern Expedition

Lu Yi

( Department of the CPC History of the CPC Central Committee，Beijing，100091)

Abstract: The successes by the northern expeditionary army resulted from the supports from the masses of
the people． To mobilize the people，the northern expedition propaganda teams adopted various means． Due to
some problems they did not necessarily achieve the desired effect． However，the teams still played a great role
in mobilization． Following the trend，the North imitated the South to set up propaganda teams and made some
initial fruits． But later these teams gradually lowered their banners and muffled their drums． In fact，what could
be sensed by the people from the north or the south was what was done by both fighting sides rather than the
publicizing itself．

Key words: Northern expedition; Mobilize the people; Propaganda; North ar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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